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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政策在广东的落地及影响

葛 玲

〔摘要〕1953 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时，华南分局在充分考虑广东粮情与粮市的基础上，提

出暂缓执行的请求，但随后又很快作出与全国同步实行的决定。华南分局的态度转变并非基于对粮情

与粮市的重新思考，而是对统购统销政策目标及中央决策背景再理解的结果。统购统销有着应对粮食

紧张和服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多重目标，这为地方的政策执行留下了调整空间，使华南分局能够在没

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结束购粮，因为统购过程的政治动员比完成购粮数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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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s Policy in
Guangdong in 1953

Ge Ling
Abstract: When the CPC decided to implement the 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s policy in 1953，the Sub-Bureau in
South China put forward a request to suspend implement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grain situation and the grain
market in Guangdong，but it soon made a decision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is change in attitude by the Sub-Bureau in South China was not based on a rethinking of the grain situ-
ation or the grain market but rather it was the result of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objectives and the back-
ground to central decision-making． The unified purchasing and sales policy had multiple objectives，including
coping with the food crisis and serving 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thus leaving room for adjust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policies and enabling the Sub-bureau in South China to end the purchase of grain
before completing its task，because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ain
purchase amount during the unified purchasing process．

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

国范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缓解粮食市场的供销紧张形势①。从最初的政策讨论，到之后的政策

实施，中央决策得到多数省区积极响应。在中央组织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上，多数省区认为统购统

销 “势在必行”，应成为 “若干年内的根本方针”②。当然也有例外。中共中央中南局辖下的广东就

在政策讨论之初向中央提出了暂缓执行的请求③。中央决议印发后，广东仍然希望通过自由市场完

成粮食收购④，最后在中南局第三副书记李先念劝说下，才决定与全国同步实行统购统销⑤，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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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既往学界对中央统购统销决策背景的讨论，大多强调粮食供求紧张的影响①; 对部分省区竭力

贯彻统购统销政策的考察，则显示出他们对中央决策的理解和支持②。在此背景下，广东对中央决

策表现出的犹豫态度显得较为突兀。这种态度因何而来? 广东在态度转变之后又是如何推动统购统

销政策在省内落地的? 这些问题在既往有关广东统购统销史的研究中虽有涉及，却缺少深入分析③。
更为深入的讨论既有助于理清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广东的态度变化过程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复杂因素，

也有助于透过广东在态度变化之后推动政策落地的过程及影响，更全面地理解中央决策的多重背景。

一、暂缓与同步: 广东贯彻统购统销的态度变化

1953 年 10 月 7 日，在接到中央召开粮食会议的通知后，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交报

告，请求在广东暂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在这份报告中，华南分局主要基于广东的粮情和粮食市场

形势阐述了暂缓的理由。在其看来，即便实行统购，按照当时的广东粮情，也很难增购太多粮食，

反而会影响正常的粮食生产秩序。再者，广东的粮食市场已为政府掌控，粮价已经相对稳定。④ 由

此可见，华南分局提出暂缓执行的请求，主要源于其对广东粮情与粮市的判断和中央对全国粮情与

粮市的认识不尽一致。因此，想要理解华南分局贯彻统购统销政策之初的态度及其转变，就要首先

理清同期的广东粮情与粮市。
广东历史上盛产稻谷，但从清初开始因为人口增长而成为缺粮省⑤。1949 年解放之初，支前供

应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⑥。1950 年，广东为解放海南和进军西南供应军粮 7． 06 亿斤。1951 年的军

粮供应虽因海南已经解放而减少至 5． 18 亿斤，⑦ 但同年 7 月，中央决定为支援抗美援朝加征公粮 23
亿斤，并号召各地以捐飞机大炮的形式收粮 40 亿斤至 50 亿斤。在飞机大炮捐赠任务中，广东分得

90 架。为此，华南分局将当年的公粮任务由 1． 3 亿斤上调至 10． 56 亿斤，并批准地方附加 20%。其中

超过原计划征收公粮的 50%上缴中央，10%上缴中南局，省留 15%，专署和县分别留 5%和 20%。⑧

军粮供应和公粮加征使粮食生产已有所恢复的广东难以立时改善全省粮情。1951 年初，广东省

内的潮汕、高雷和兴梅等地出现春荒，阳江县塘口乡缺粮达半年之久⑨。4 月，粤中开平县缺一个

月口粮者达 23602 人�10。春荒发生后，华南分局发放了 2． 8 亿斤调剂粮，继而为粮食不足所困扰�11。
次年春，局部春荒再次上演。据华南分局分析，这主要是上年度公粮征收 “在某些地区存在着畸重

的情况”的反映�12。针对此次春荒，华南分局除将加征的公粮作为救济粮发放外，还向中央提出了

解决救济粮的请求�13。这种情况说明，在军粮供应和公粮加收的背景下，直至 1952 年初，广东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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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粮食上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
随着粮食生产状况逐年好转和军粮供应压力减轻，广东粮情很快有所改善。1952 年春荒未至

时，华南分局对广东粮情作了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当年全省粮食产量可在 1951 年增产 8 亿斤的

基础上再增产 12 亿斤至 13 亿斤。如果实现这一目标，1952 年的粮食形势就会 “比较好”，甚至会

出现 “往外走”的局面。① 实际结果是，当年的广东粮食生产超过华南分局预期，全年产量达到

170． 86 亿斤，较上年增加 13． 9 亿斤，首次实现粮食外调出省 1． 04 亿斤②。

当然，年初发生的春荒表明，粮情的改善还是有限的，一旦增加购粮数量，粮食紧张的形势便

会重新出现。事实上，1952 年的粮食增购又造成次年春天粮食紧张。1953 年 5 月，广东全省有 150

万人断粮、缺粮③。尽管这次春荒发生后，粮情改善的广东未再向中央求助，但显然广东粮情改善

的意义主要在于全省粮食自足，而非增购更多粮食。这一点，确如华南分局给中央的报告所言。

除了仍然紧张的粮情现实，华南分局向中央呈请暂缓执行统购统销，另一个理由是已经有效掌

握广东省内粮食市场。粮食市场的供销紧张形势是中央作出统购统销决策的重要背景，如陈云所

言，统购统销主要是由于 “粮贩子大肆活动”，不 仅 “助 长 了 农 民 不 肯 卖 粮 的 情 绪”，更 造 成 了

“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和 “粮食的抢购和抬价”等市场混乱情形④。但在华南分局的报告中，广东

不仅有把握满足粮食市场供应，而且能够通过加强市场管理保持粮价稳定。事实是否如此呢?

长期以来的缺粮形势使广东的粮食市场较为活跃。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广东全省存在着数量

庞大的私营粮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共有私营粮商 4405 户，私营粮食加工厂 879 户⑤。这种

情况影响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控制。当年 12 月，中国粮食公司广东省公司成立⑥，却未能立时成为

市场的主体。如在 1950 年 1 月的广州粮食市场中，国营公司收购、销售两端的市场比重分别只有

1． 57% 和 2． 63% ⑦。又如粤中开平县的国营公司，因为无力与资本雄厚的私营米行争夺粮源，使得

私营米商的购销比重均占市场份额 70% 以上⑧。

不过，私商主导广东粮食市场的形势并未持续太久。自 1951 年起，国营粮食公司逐渐成为市

场的主体。如在番禺县市桥镇，1951 年春节前，国营公司收购的农民晚造粮食 ( 晚季作物) 已占

到上市总量的 98% ; 同年春荒时，国营公司销售的粮食也占上市总量的 76． 5% ⑨。这种变化在 1952

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就全省情况看，当年国营粮食企业在 9 个重点市场的收购、销售比重分别达到

68． 42% 和 77． 26% ，开始成为粮食市场的主体�10。

1952 年广东粮食市场的变化得益于国营粮食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和政府对粮食市场管理的强

化。广东国营粮食公司建立后，为了快速控制粮食市场，在购销方法上采取了 “大购大销”的方

针。所谓 “大购大销”，即在市价低于牌价 5% 时大量收购，高于 5% 时大量抛售。�11 不仅如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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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开始，各地方粮食公司还以委托代购等方式相继增加粮食购销点。如番禺县粮食公司除在主

要圩镇增设网点外，还通过合作社设置了 22 个购销点①。肇庆各县粮食公司也放弃了此前的 “坐等

收购”办法，在设立 32 个重点收购点的同时，设置了 44 个 “附点”，并委托县贸易合作社代为收

购。至 1953 年，各县的粮食收购点已经达到 248 个，代购点 144 个。②

在国营粮食公司改变经营策略的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1952 年 10 月，番禺

县成立粮食市场交易所，并在每个区设置市场管理委员会。实行市场管理后，县内私营米机 ( 粮食

加工) 兼购销商从 46 家降为 14 家，批发兼零售商从 17 家降为 1 家，自购加工后零售者从 122 家减

至 94 家，单独经营零售业务者则仅有 44 家。③ 高明县粮食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合水、更楼等

镇的 44 家米机商、零售商和兼营商中，24 家先后转业，1 家歇业，1 家倒闭④。这些变化说明，市

场管理的强化对私营粮商的经营造成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土改等政治运动也给私营粮商带来冲

击。如在肇庆，土改不仅削弱了工商业兼地主的粮商，其余私商也不再敢放手收购⑤。所有这些因

素都使得政府牢牢掌握了粮食市场的主动权。
在广东，政府掌控粮食市场的显著证明，是 1952 年 11 月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政策，要求各地

取消粮食交易所，以活跃市场。该政策同时明确了国营、私营粮食经营主体的经营范围和市场比

重。其中国营粮食公司应该主营批发，让出零售给私商。在市场份额占比中，国营公司以 70% 至

80% 为原则，让出 20% 至 30% 给私商营销。⑥ 中南军政委员会对国营粮食企业的经营限制充分说

明，在粮食市场管理中，政府已经做到收放自如。只是该举措并未起到明显效果，截至 1953 年统

购统销政策颁布前，私商在广东粮食市场中所占份额仍在持续萎缩 ( 见下表) 。

1950 年至 1953 年广东粮食市场公私营占比表

年份

销售占市场总成交量 收购占市场总成交量

9 个重点市场平均 广州市 9 个重点市场平均 广州市

公营 私营 公营 私营 公营 私营 公营 私营

1950 年 33． 89% 66． 11% 8． 15% 91． 85%

1951 年 44． 00% 56． 00% 53． 45% 46． 55% 15． 30% 84． 70% 21． 28% 78． 72%

1952 年 77． 26% 22． 74% 80． 43% 19． 57% 68． 42% 31． 58% 48． 43% 51． 57%

1953 年 ( 统购前) 89． 19% 10． 81% 90． 72% 9． 28% 78． 57% 21． 43% 66． 11% 33． 89%

资料来源: 《广东省粮油价格资料汇编 ( 1949—1958 年) 》，1959 年印行，第 635 页; 《广东省志·粮食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11 页。

表格中广东 9 个重点市场的统计显示，截至 1953 年统购统销前，在购销两端，公营企业均占据

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牢牢掌握了粮食市场主动权。这种情形在省内各地莫不如是。如鹤山县的国营

收购量达到上市量的 95% ⑦，博罗县 1953 年夏季稻谷的国营收购量甚至占上市量的 99． 9% ⑧。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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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直言两广 “收购尚好”的原因①。因此，在统购统销前的广东，粮食市

场确如华南分局报告所言，已被政府牢牢掌握。
政府掌控粮食市场的显见影响是粮价趋于稳定。1950 年私商主导市场时，广东 9 个重点市场大

米的平均牌、市差价幅度高达 16． 83% ，粮食价格波动较大。1952 年，随着国营粮食公司成为市场

主体，差价幅度缩小至 1． 98% ; 1953 年统购统销前，更降至 1． 08%。② 这说明统购统销前的广东粮

价亦如华南分局报告所言，“一般稳定”③。
前述梳理说明，如果仅聚焦于粮食问题，那么统购统销前的广东粮情与粮市的确可以为华南分

局的暂缓执行请求提供依据。事实上，在中央决议发出的当天，毛泽东部分同意了华南分局的请

求④，这说明中央无意要求广东必须和全国同步。不过就在毛泽东表态一个星期后，华南分局却转

而作出了与全国同步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决定。
表面上看，华南分局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李先念到广东的劝说。1953 年 10 月 23 日，在此前

两天已与华南分局代理书记陶铸面谈后，李先念在广州电话告知陈云，华南分局已经完全同意中央

决定⑤。尽管无法获知李先念当面劝说陶铸的具体情况，但通过他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发言和在华

南分局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可以对其说服华南分局的理由以及华南分局态度转变的原因略作分析。
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发言中，李先念认为，广东暂缓之请的执行难点在于全国统购后，很难再

通过自由市场收购粮食⑥。可以想见，这种担忧应该是李先念和陶铸面谈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

从服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宏观背景论述统购统销的政治意义，也应当是二人面谈的重点。因为在华

南分局随后召开的传达统购统销政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着重从重工业建设的角度强调了统购统销的

重要性⑦，这也是他在各层级统购统销动员会议上反复强调的内容⑧。
李先念对统购统销政治意义的强调，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统购统销的深层背景。

论及统购统销的决策背景，既往研究大多聚焦于粮食问题。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认识中，统购统销

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缓解现实的粮食购销困境，更重要的是从改造小农的角度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服

务。1953 年 10 月 2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粮食问题时，毛泽东将粮食征购视为对农民的

改造，以期借此推动他们走上由互助组到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道路⑨。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政策设

想中，相较于具体粮食问题的解决，推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统购统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各省区负责人充分认识统购统销的政治意义，全国粮食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委托邓小平

到会讲话，重点谈及如何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高度理解统购统销的重要性。邓小平在讲话中强

调，粮食会议不只要解决粮食问题，更要解决 “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解决怎样把小农经济 “纳

入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统购统销就是 “诱导农民冒社会主义尖的积极性”�10。他还补充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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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泽东关于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的要求①。这些都说明，在毛泽东的认识中，统购统销

更重要的政策目标是服务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此，参加了全国粮食会议的李先念显然是清楚的。
中央决议在论述统购统销的重要性时指出，统购统销不但能解决粮食供需矛盾，更是把分散小

农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②。这说明，从社会主义道

路选择的政治高度思考统购统销，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认识，也是中共中央的共同认识。既然在中

央层面，粮食问题并非统购统销决策的唯一考量，甚至不是主要考量，华南分局也就很难基于粮情

与粮市来坚持暂缓执行的请求。其态度转变是不断深入理解中央统购统销政策政治意义的结果。

二、说服与评议: 广东粮食统购中的动员方式

全面理解了中央决策意义的华南分局，很快调整了对统购统销的态度。不过相较于政策态度的

调整，如何推动统购统销在广东落地显然更具挑战。
华南分局推动统购统销政策在广东落地，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基层干部的政策认

知; 二是政策实施的具体方式。华南分局快速改变了暂缓执行的态度，基层干部的政策认知却未同

步转换。华南分局坦言，广东在接受统购统销的问题上，“思想转的很陡”③。如在政策传达之初，

各级干部对统购工作 “思想上的抵触，怀疑很大”④，县区级干部显得 “神情紧张”⑤。类似的思想

认识问题不仅出现在广东，在其他省区的基层干部中同样存在。如河北省区乡干部听完政策传达后

顾虑重重⑥，西南区的县区两级干部也是 “抵触很大”⑦，湖北省的 “绝大多数干部”更是 “思想不

通，理解不了”⑧。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抵触情绪表明，即使华南分局接受了统购统销，要推动其在广

东的顺利落地，仍然需要一番周折。
广东基层干部对统购统销政策的不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难以接受自上而下分配的购粮

任务; 二是对粮食征购过程 ( 向谁征购、如何征购) 的忧惧。事实上，对于自上而下分配购粮任

务，不仅基层干部难以接受，即使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表态支持中央决定的省区负责人，同样认为中

央分配的任务难以完成⑨。只是在中央看来，分配给各地的购粮任务是符合全国粮情现实的。按照

中央估算，1951 年至 1952 年间，农民每年拿出的粮食约为 670 亿斤，中央分配给各地的粮食征购

任务为 700 亿斤 ( 其中统购任务 431 亿斤) ，这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各地只需再向农民购

买 30 亿斤粮食�10。
在中央拟定的 431 亿斤粮食统购任务中，广东分到 23 亿斤。虽然在中央的认识中，各地完成任

务难度不大，但在华南分局看来，广东的任务却 “是很不小的”。不过这反而坚定了华南分局贯彻

统购政策的决心，因为在其看来，中央分配的任务很难通过自由市场收购完成。�11 但是，华南分局

完成任务的决心无法转换成基层接受任务的动力。实际上，在决定接受统购政策前，华南分局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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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政府曾将当年的购粮任务确定为 20 亿斤，后因各地市反对而下调为 18 亿斤①。决定实施统购

后，原本降下来的任务又重新上调为更高的 23 亿斤，基层干部自然难以接受。如罗定县县长直言，

完成任务与贯彻政策难以两全②; 广四县干部则抱怨说: “听了总路线吃三碗饭，听了粮食报告只吃

两碗饭，分配了任务一碗也吃不下。”③ 这些抵触情绪无疑会成为推动统购统销政策落地的障碍。

对于统购统销政策在基层遭遇的抵触情绪，中央在政策拟定之初就有所预判。毛泽东认为，统

购统销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乡村党员带动④; 李先念也认为，只有把农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做好，才能

通过他们说服和带动群众完成统购统销任务⑤。基于上述认识，中南局在政策贯彻之初即要求各地

做好干部教育工作，以从思想上改变他们对统购统销的看法⑥。

相较于其他省区，在较晚决定实施统购统销的广东，基层干部们的思想顾虑更加突出。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华南分局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分析广东完成统购任务

的有利条件，强调粮食生产的恢复和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为广东完成统购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强调广东潮湿的气候条件使多数农民没有养成存粮的习惯，有利于统购任务的完成⑦。二是要

求各地召开各个层级的干部会议，以会议动员的方式消除干部们的思想顾虑⑧。在华南分局要求下，

截至 1953 年 11 月底，广东全省有 79 个县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共计 4． 9 万人参加⑨。其中

粤西区多次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包括县级会议 3 至 4 次，约 2． 7 万人参加，区级会议 3 至 5 次，约

4． 8 万人参加�10。

从各地的反馈看，会议动员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思想顾虑可以通过政治动员来消除。如新会

县 10 个区 453 名乡干部中，会后思想通的有 329 人，占 72． 63% ; 半通的 89 人，占 19． 65% ; 不通

的 35 人，占 7． 72% �11。不仅如此，有些基层干部甚至产生了 “盲目乐观、急性图快的情绪”，认为

购粮任务的完成并非难事�12。当然，基层干部们的乐观情绪并非全然源于会议动员，而是全省统购

氛围的反映。

较晚接受统购的广东，在这项工作正式展开前，就开始在自由市场收购粮食。截至 1953 年 12

月 20 日，广东全省已通过自由市场购粮 13 亿斤。基于此，华南分局乐观地认为，广东不但可以在

1954 年 1 月完成任务，还可以超购 2 亿斤。�13 由此可见，不仅基层干部们普遍乐观，华南分局对广

东的统购形势也较为乐观。不过很显然，华南分局忽略了一点，即流入自由市场的粮食正是农民愿

意卖出的那一部分，随着自由收购后的粮情变化和统购工作的展开，农民的售粮态度将会明显改

变，正如中央所预计，“比过去开干部会和试点工作要艰苦得多，困难很多”�14。对于具体开展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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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基层干部而言，他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向谁统购、如何统购。

向谁统购是统购统销政策落地首先需要理清的问题。1953 年 10 月 13 日，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

的总结中透露，毛泽东的意见是，鉴于当年部分农民已经卖了粮食，故统购对象只限于农村 50% 的

人口，并以粮食较多的 25% 为重点。不过在陈云看来，这是以当年的特殊情形为前提，而在一般情

况下，鉴于贫农也会卖出粮食，统购面应超过农村人口的 50%，“不宜太小”。不过由于贫农卖粮

多属于不同时段的调剂，卖出后还会买进，因而不作为统购的重点。① 相较而言，生产、生活条件

较好的中农被认定为既有主观上的卖粮意愿又有余粮，因而是统购的主要对象。
1953 年的中央决议并未明确指出粮食统购的主要对象是中农，不过决议对计划收购首先涉及中

农切身利害关系的强调②，相当于确认了购粮的主体就是中农。这也得到了地方的普遍认可。参加

全国粮食会议的西北局代表指出，粮食征购主要是和中农打交道; 山东分局的代表也认为，农村余

粮户的主体是中农; ③ 李先念同样强调，农村各阶层人员中，“中农余粮存储多”④。这些相同的认

识表明，各地粮食统购都会以中农为主展开。

华南分局对广东农村各阶层余粮情况的判断，和中央的认识大体相仿。按照华南分局的分析，

广东农村真正有余粮的是中农和富农⑤，他们是粮食生产和商品粮出售的 “中心人物”⑥，因此也是

统购的主要对象。不过由于华南分局认定广东农村只有 20% 的余粮户，若仅以他们为统购对象，很

难完成任务。为此，华南分局明确，广东的统购面是农村人口的 80% ，其中 20% 是余粮户，30%

虽不是余粮户，但要在收获时卖出、粮荒时买进⑦，这 50% 的农户是有售粮意愿的，其余 30% 则因

为没有售粮计划，会更难接受统购。

统购面和实际余粮户之间的巨大差额，加大了统购的实施难度。经过会议动员消除了思想顾虑

的基层干部们，在统购工作展开后，又出现了思想波动，“怀疑上级太冒进了”，甚或 “怀疑购粮是

不是为农民”⑧。这显然不利于统购的展开。对此，深知粮情现实与任务压力的华南分局只能尽力在

政策与任务间平衡。一方面，通过强调广东农民 “在粮食问题上想打主意味道不大”，来为基层完

成任务增强信心; 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在完成任务时 “争取少出乱子”，在统购方式上尽可能坚持

动员认购，而非硬派硬购，在统购面上尽可能扩大，以减轻单一户的压力⑨。华南分局 “少出乱

子”的要求从侧面说明，全面展开后的统购将很难完全不出问题。

在华南分局的设想中，“少出乱子”意味着必须规范基层的统购行为。对此，中央决议只是明

确了说服动员的原则，未拟定具体实施细则�10。按照中央的原则规定，华南分局要求各地只能采取

说服教育和表扬的方式，不能采取强制和评议的方式�11。尤其是对作为主要统购对象的中农，更是

只能 “在串联发动的基础上使其自觉做出售粮计划，一般不需评议”�12。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要

求，一则因为中央决议对购粮行为确有原则规范，如此操作可以 “少出乱子”; 二则因为在华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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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意识中，只要在中农中间稍加串联动员，使其了解购粮意义，便可不需评议就形成售粮意愿，

从而完成购粮工作①。
从实际统购过程看，华南分局对中农售粮意愿的预估过于乐观了。实则经过前期的自由市场收

购，真正有售粮意愿的农民多数已经售出了粮食。因此统购工作展开后，被认定为售粮主体的中

农，售粮积极性远不如预期。如恩平县一户中农仅自愿卖粮 100 斤，说服动员后增加到 500 斤，最

后经过评议才决定卖粮 1650 斤②。这个例子说明，与说服动员相比，更具政治色彩的评议在动员中

农售粮方面有着更为显见的效果。
由于效果显著，尽管华南分局明确反对，评议等不规范手段仍然成为各地统购中农余粮的通行

方式。如粤中各地以评议、重点斗争、扣留、任务分配到户等办法，促使中农卖粮。怀集县部分区

委更在年关前召开中农会议，要求其卖粮。③ 有些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评议中农，但会塑造政治压力，

通过打击富农来影响中农④。如清远县在统购之初普遍采取了 “斗富农来挤中农卖粮”的做法⑤。
这些做法明显有悖中央及华南分局的政策要求，但在完成任务的压力下，基层只能如罗定县县长所

言，政策、任务难两全。
各地购粮实践中对中央及华南分局政策要求的变通执行，源于从上到下都将中农视为完成统购

任务的关键。华南分局指出，如不能将中农余粮购出，就会背上沉重的供应包袱⑥。在这一认识下，

粤中区花县将完成统购任务的希望寄托于中农彻底卖出余粮⑦; 粤西区更强调，即便完成了购粮数

字，若不能将富农和中农的余粮购出，仍不算完成任务⑧。于是，粤中区的统购结果是各阶层余粮

“绝大部分是卖出来了”⑨，粤西区的中农余粮也卖出了 82% �10，西江各县的中农同样卖出了 80% 以

上的余粮�11。而在华南分局的最初设想中，中农虽为购粮主体，但仍应允许其留下 20% 的余粮�12，

各地的统购实践和结果或多或少突破了华南分局的要求。
虽然广东各阶层的卖粮比 ( 卖粮数占全部余粮的比重) 都超出了政策预期，但至华南分局要求

各地结束购粮运动时，广东实际完成的统购量与中央分配任务仍有差距。1954 年 1 月，在各地上报

完成购粮任务 17． 2 亿斤后，华南分局就要求无论 “购粮数字是否已经完成，均应将购粮运动作一

结束”�13。尽管华南分局指出，尚未完成任务的地区可在购粮运动结束后结合生产继续完成，实则在

工作重点转移后，各地完成任务的难度只会更大。根据后来的统计，1953 年广东粮食征购合计完成

38． 56 亿斤，扣除公粮 征 收 24． 4 亿 斤，�14 购 粮 实 绩 仅 有 14． 16 亿 斤。即 使 按 照 农 业 税 实 征 税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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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6 亿斤核算①，购粮实绩也只有 18． 9 亿斤。考虑到统购前广东已经完成了 13 亿斤购粮任务，且

1954 年 1 月的上报统购数已达 17． 2 亿斤，故 18． 9 亿斤的统购实绩当更为可信。据此，与中央分配

的 23 亿斤任务相比，广东还有约 4 亿斤的任务没有完成。
1953 年的广东粮食统购过程说明，任务分配与具体征购虽然都是统购政策落地的难点，但前者

主要涉及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通过会议动员的方式解决，相较之下后者的开展难度更大。中央和华

南分局都明确指出中农为主要购粮对象，并确定了说服动员的购粮原则，但在基层实践中，实际余

粮和统购任务之间的差距还是使各地不得不以评议等方式推动购粮工作。即便如此，广东仍然未能

完成中央分配的购粮任务。只不过从华南分局结束购粮运动的举动可以看出，在贯彻统购统销政策

之初，地方在政策的实施力度上存在一定的自主调整空间。

三、控制与超销: 广东粮食统销中的政策调适

统购统销政策内含统购和统销两个过程，统购主要面向生产粮食的农民，统销则以不生产粮食

的市镇居民为主要对象，同时涵盖 10% 的农村缺粮人口。或许在既往认知中，统销粮食的难度较统

购小一些，故学界对统购统销的研究多集中于统购如何进行，较少关注统销的实施②。实则相较市

镇居民核定供应量后的凭证购买，农村缺粮人口的统销较为复杂。正如统购需要首先明确统购对象

和统购量，统销也需要确定谁缺粮和缺粮数量。这个工作的难度丝毫不亚于统购，亦如中央决议所

言，是 “一项没有经验的新的工作”，中央 “一时还不可能订出一个统一完善的制度”，只能 “由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③。
对地方来说，统销对象和统销量的确定均非易事。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农村统销的主要对象

是 10% 的缺粮人口。这主要指统购前就被认定缺粮的人员，包括前文所说的需要进行季节性调剂的

卖粮者等。被中央和地方认定为主要余粮拥有者的中农及富农，自然不在其列。但广东的实际情形

并非如此。因为从最终的统购结果看，广东的粮食统购面远超中央确定的 50% ，如粤西全区达到

75% ④，清远五区的高全乡也有 71． 8% ⑤。而据华南分局判断，广东农村只有 20% 的余粮户，这就

意味着 50% 以上的农户卖了不该卖的粮食。这其中既有因为季节调剂自愿卖粮的贫雇农，也有被认

定为主要统购对象不得不卖粮的中农和富农。对这些人来说，统购的结束就是缺粮的开始。
统购对广东的影响首先反映在贫雇农身上。尽管中央及华南分局都明确了统购的主要对象是中

农，因季节调剂自愿卖粮的贫雇农大多已经通过自由市场卖出了粮食，但在革命动员的惯性思维影

响下，广东各地均将前期的统购重点放在了贫雇农身上，以至于 “依靠贫雇农”变成 “贫雇农带

头”的硬性要求，甚至将卖粮和供应联系了起来。如较早完成任务的清远县要求贫雇农把任务 “挺

起来”⑥，粤中区也将任务完成差的原因归结为贫雇农没有带好头，进而重点 “挤”他们⑦。这就加

剧了贫雇农的缺粮状况。
从各地的统购结果看，尽管贫雇农的绝对卖粮数不及中农或富农，但因片面强调贫雇农带头，

他们的卖粮比普遍超过中农和富农。比如在粤西海康县，中农、富农的卖粮数分别比贫雇农高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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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和 218 斤，但卖粮比只有 82% 和 86% ，贫雇农则高达 93． 85% ①。这种情形在粤西全区都较为普

遍。当然，如果全省都像粤西那样，只针对余粮征购，那么即使卖粮比达到 100% ，也只是将全部

余粮卖出，不会在统购结束后出现缺粮问题。实际情形显非如此。各地为完成购粮任务，有意模糊

了余粮和口粮的界限。如东莞、广四、罗定等县的干部都强调， “除了今天吃的以外，都算余粮，

都要卖与国家”②; 清远县区乡干部也在动员时称，“卖了口粮可以保证供应”③。如此一来，全省各

地都 “将不该收购的贫雇农口粮收购了”④，花县卖出了几个月的口粮⑤，粤西完成任务乡的贫雇农

也因 “带头过度”而卖出了口粮⑥。

统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这当在华南分局 意 料 之 中。因 为 在 只 有 20% 余 粮 户 的 农 村 面 向

80% 的人口进行统购，必然导致 60% 的人口在统购之后或多或少面临粮食短缺问题。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华南分局不仅在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结束了购粮运动，更在贯彻统购统销政策之初，就

拟定了面向农村的粮食供应计划。虽然这份计划被中南局以统购和统销不宜并行为由否决，提前拟

定计划的行为仍显示出华南分局对统购后农村粮情的关注。⑦

统购结束后的农村粮情印证了华南分局的判断。在超额 6% 完成统购任务的清远县，过度动员

导致很多农户卖出口粮。如四区小塘乡的群英农业社，在干部积极分子带头下，全体社员都卖出了

口粮，平均每人卖出口粮 100 斤⑧。这使清远县在统购结束伊始就出现了较为严峻的口粮短缺问题。

根据清远县委摸底调查，全县多数乡的供应面都超出了县委控制的 30% 统销面，如三区新庄乡的供

应面达到 57． 6% ，较低的连安乡也有 34． 8% ⑨。实际供应面和控制统销面之间的巨大差额，使全县

都弥漫着 “怕不供应，怕供应少”的情绪。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在全省出现，1953 年 12 月 30 日，广

东省粮食指挥部增调库存粮 2 亿斤用于统销，并以增加指标的方式要求各地解决口粮卖出户的缺粮

问题�10。

虽然省粮食指挥部将口粮卖出户作为统销的优先对象，但在基层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定谁是真

正的口粮卖出户。根据统购的经验，统销对象和统销量都应采用群众自报的方式确定。但在自上而

下的统销指标控制下，这种方式不利于政府掌控统销量。因此，自统销工作开始之初，从中央到地

方都将统购时被明确反对的民主评议作为统销的主要方式�11。广东的评议方法是: 先由党团会议和

积极分子会议对缺粮户及缺粮数进行摸底，再由积极分子与缺粮户串联商定初步名单，最后经农协

小组会议酝酿讨论和农村工作队批准，确定缺粮户及每户应该统销的粮食数量�12。不同于自下而上

的群众自报，这种自上而下的酝酿评议更有助于政府掌控统销指标。

但是，在自上而下的指标约束下，基层统销工作的重点往往是如何守住指标，而非合理展开评

议。各地的通行做法是既严控指标，又通过设置障碍的方式约束农民购粮。如粤中区高要县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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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钦和: 《关于清远县粮食征购工作情况的报告》 ( 1953 年 12 月 22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04 － 1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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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钦和: 《关于清远县粮食征购工作情况的报告》 ( 1953 年 12 月 22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04 － 1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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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户查看的方式确定统销量; 粤西区茂名县则将统销指标下放，以此调动区乡干部控制统销面和统

销量的积极性①。类似做法在广东各地都较为普遍。

为控制粮食销量，粤中区德庆县三区塘下乡的区乡干部拒绝向缺粮户开具购粮证明，“几乎要

酿成事故”。按照政策规定，在统销对象和统销量确定后，乡里需要向统销户发放统销证。不过，

塘下乡干部为了掌控缺粮户的购粮行为，只肯开临时证明。1954 年 4 月 15 日，该乡云屏坑村 16 户

核定缺粮户到乡政府索要购粮证明; 被拒后回村召集 70 余人，再次来到乡政府; 又遭拒绝后，情

绪激动的村民喊出了 “打死陈两榜 ( 三区区干部———引者注) 一人，全乡千余人就有饭吃”的口

号。由于区乡干部非但没有主动沟通、缓和村民情绪，反而出动民兵绑人、扣人，结果使矛盾激

化，300 余人聚集乡政府。最终在县委干预下，此次事件在乡政府放人解释后得到平息。德庆县委

的事后调查显示，聚集事件的发生主要源于乡政府统销失策，此外云屏坑村除核定缺粮户以外，仍

有七户缺粮却未纳入供应。② 此种形势下，乡里拒开证明的做法极易触发缺粮户心中的不满情绪。
塘下乡拒开统销证明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是指标不足的无奈之举，同属粤中区的广四县仁安乡亦

是如此。仁安乡本是粮食不能自给的缺粮乡，在华南分局 80% 统购面的要求下，分到了 16 万斤的

购粮任务。为了完成任务，该乡要求有余粮者都要卖粮，够吃的精打细算卖 “爱国粮”，不够吃的

卖周转粮，最后虽然完成了统购任务，却使原就存在的缺粮状况更加严重。统购结束后，县、区、
乡工作组在仁安乡作了三 次 统 销 摸 底，结 果 缺 粮 面 一 次 比 一 次 大———第 一 次 80% 以 上，第 二 次

90% 以上，第三次 100% ，而县委的统销面却只有 40%。自感难以应对的区乡干部用开临时供应条

子的方法拖延统销，以待指标增加。不过其所在的广四县同样为指标所困，所以非但没有增加仁安

乡的统销指标，反而要求其继续压缩统销面。再无转圜余地的区乡干部只能 “从上而下的死扣指

标”，以 “不通硬通，不服硬服”的方式贯彻统销。在 “缺多供少，缺少不供”的原则下，全乡

46% 的缺粮户没有得到供应，50% 的供应户被压低了供应量。③ 这种方式看似完成了统销，却给后

续的粮食供应工作留下隐患。
塘下与仁安两乡的统销实践说明，控制指标即便可以在前期的统销数字分配中发挥作用，也会

随着真实缺粮形势的显现逐渐失去意义。事实上，1953 年的广东粮食统销中，最终的超指标销售是

普遍情形。如粤东地区第一季度的实销计划是原计划的 131． 6% ; 粤中地区第一季度的销售实绩也

超出原计划 7% ，二季度销售实绩超出原计划 14%。即使是被省里认定为统销工作开展较好的粤西

地区，各县的实 销 数 字 也 都 超 出 了 计 划 控 制 数。④ 开 平 县 的 实 际 统 销 量 甚 至 占 全 县 卖 粮 数 的

186． 6% ⑤。这种情形意味着，在诸如开平这样的地区，不仅全部统购粮都要返销，还要省里额外调

剂粮食以弥补统销缺口。
类似开平县的统销形势虽不是全省的普遍状况，却大体反映了 1953 年的广东粮食统销现实。

在统销工作启动之初，华南分局曾尝试通过指标控制压缩销量，但实际缺粮面和控制指标之间的差

距使超指标销售成为常态。最终的结果是，1953 年粮食年度内，广东面向城乡 的 粮 食 统 销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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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04 亿斤，较上年度的 15． 16 亿斤增加了 16． 88 亿斤，增幅高达 111． 3% ①。考虑到 1953 年全省

非农业人口相较上年不增反降 ( 1952 年为 512． 93 万人，1953 年降为 473． 7 万人，减少了 39． 23 万

人②) ，这新增的 16． 88 亿斤统销量应是主要面向农村缺粮人口的。如果按照全省 18． 9 亿斤的统购

量核算，也就意味着 89． 3% 的统购粮又都返销农村。
绝大多数统购粮返销农村的结果印证了华南分局有关统购无法增购更多粮食的判断，但是不能

据此认为统购没有意义。事实上，从前述开平县的统购统销结果看，统购虽然未使政府获得更多的

粮食以供外调出省，但在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粮食平衡上，其意义还是较为明显的。开平县的 “入不

敷出”恰恰说明，统购可以使政府在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粮食调剂上掌握更多主动权。就此而言，

1953 年的广东粮食统销证明了统购的价值所在。

四、结 语

1953 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时，华南分局在充分考虑广东粮情与粮市的基础上，提出了

暂缓执行的请求。这份请求虽然得到毛泽东的部分同意，却并未转换成实际行动。中央决议发出不

久，华南分局就作出了与全国同步实行统购统销的决定。

华南分局贯彻统购统销的态度转变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显然不是基于粮情与粮市

变化的重新思考，而是对统购统销政策目标和中央决策背景再理解的结果。1953 年统购统销决策时

出现的粮食供销紧张形势，使得人们多将其政策目标聚焦在粮食紧张问题的解决上，实则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颁布也是一个重要背景。而且在中共中央的设想中，服务过渡时期总路线可能是统购统销

更重要的意义之所在。华南分局的态度转变就源于对此政策目标的理解。

中央对统购统销政策目标的多重考量，为地方的政策执行留下了相对灵活的自主调整空间。充

分理解中央决策背景后，华南分局在推动统购统销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展现了具体策略的灵活性。

华南分局先是以扩大统购面的方式尽力确保统购任务完成，随后发现地方即便采取不恰当的动员方

式，也无法完成任务，于是在整体统购量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就结束了购粮运动。如此举动一方面说

明广东确实不需要以统购的方式应对粮食紧张，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南分局的认识中，相较于统购

任务完成与否，能否更好地服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统购统销更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就此而言，统

购统销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

突出统购统销过程所彰显的政治动员意义，并非要否定这项政策的经济目标。事实上，即便在

广东这样并不存在严重粮食问题的省份，统销的结果还是表明，统购确实有助于政府平衡省内不同

地区之间的粮食需求。因此，如何更有效地确保多重政策目标的实现，就成了此后华南分局持续探

索统购统销政策地方执行方式的重点。

( 本文作者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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